
2016年 11月 学 术 交 流 Nov．，2016
总第 272期 第 11期 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272 No．11

外国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7－28

［基金项目］2014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后现代叙事艺术研究”( W2014009)

［作者简介］邱畅( 1980－) ，女，北京人，副教授，博士，从事英美文学、华裔文学研究。

论谭恩美小说中
华裔女性身份缺失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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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殖民女性主义将后殖民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结合，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女性，关

怀其生存状态，鼓励其努力抗争，重新建构其自主意识和自主身份。谭恩美是华裔女作家的代表
人物，其小说通过描写华裔女性在故国和异国的悲惨遭遇，表达对华裔女性的同情，努力唤醒华裔

女性的自我意识，呼吁其摆脱双重边缘化的状态，着力重构自主身份。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分
析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性的身份缺失及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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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文学形成之初并未进入主流文学视野，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才初具规模。当时美国文坛涌现
一批华裔作家，谭恩美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谭恩美的文学创作极大地推动了华裔文学的发展，使读
者和文学界对华裔文学的认同度日益提高。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入手，系统分析谭恩美小说中华裔
女性的身份缺失与建构，具有一定理论创新性和现实应用性。

一、华裔女性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在父权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双重压迫下，华裔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均遭遇双重边缘化。对于
华裔女性而言，无论是在父权文化社会还是在异质文化社会，她们均缺乏主体身份，无奈地沦为依附于

主体的社会存在。这里所说的主体既指在社会环境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又指在文化环境中处于支
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因此华裔女性既是性别的“他者”，又是文化的“他者”，是被双重边缘化的“边缘
人”，谭恩美小说中刻画的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归属于被双重边缘化的“边缘人”。在谭恩美的小说中，
华裔女性是两种文化碰撞和冲突的矛盾体。一方面，华裔女性生活在父权文化中，性别带来的歧视和偏
见使其被男性边缘化;另一方面，华裔女性生活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使其被主流

文化边缘化。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下渐渐丧失主体身份，性别主体和文化主体
的双重迷失以及缺乏归属性成为华裔女性的标志性特征。
一方面，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被父权文化边缘化。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是社会的主体，具有主体身份;反观女性则完全丧失话语权和主体身份，必须以男性为参照物，顺从地遵

守男性和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规制和要求。鉴于历史学家史考特的观点，性别既是决定两性社会关系的
基础，也是决定两性权力关系的因素。［1］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等级具有
明确的划分，而且男性与女性的权力关系也呈现明显的不均等结构，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边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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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在父权制的威慑下，女性的自由权和选择权被男性肆意蹂躏和践踏，迫使女性逐渐形成逆来顺
受的顺从思想和任人摆布的生活态度。

谭恩美小说中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笼罩在父权制的阴影下，被父权制边缘化，导致身份缺失。与女
儿一代相比，母亲一代往往经历过旧中国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因此她们被边缘化的程度更加深重。母亲
一代对自己的命运完全失去自主权和控制权，在顺从思想的灌输下，她们被迫接受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

对其施加的任意摆布和肆意安排，其中尤以包办婚姻最为典型。《喜福会》中的钟琳达和《灶神之妻》中
的雯妮都是父权制威慑下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钟琳达还未成年便被送到“娃娃亲”的婆家，在婚姻中饱
受折磨;雯妮被养父包办嫁给性格暴戾的军官文福，从此开始人生的噩梦，直到认识美籍华人路易才得

以挣脱备受折磨的婚姻。包办婚姻对母亲一代的折磨不仅是肉体上的侵害，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摧残和
折磨。母亲一代所经历的包办婚姻是华裔女性失去自主权和选择权的最佳证明，也是母亲一代因被边
缘化而导致身份缺失的显著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谭恩美在小说中对包办婚姻的鞭挞也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揭露，这一点充分表明了身为华裔作家的谭恩美也在运用东方主义的视角，从西方社

会的角度定义东方，以西方人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与文化。
与母亲一代相比，虽然女儿一代的生活境遇有所改观，但是文化的传承性和浸染性仍然使女儿一代

被边缘化为“他者”。女儿一代生长于美国社会，她们并没有经历过旧中国父权制社会的压迫，没有遭
受包办婚姻的摧残，她们对中国的认识仅限于母亲向她们讲述的亲身经历。尽管女儿一代没有遭受包
办婚姻的迫害，经过自由恋爱与美国丈夫开始婚姻生活，但是她们依然无法摆脱父权文化的压迫和顺从

思想的束缚，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他者”，男性依然是社会的主体。《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竭力顺从美
国家庭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甚至为了顺从家人的需要而完全放弃自己的需要，顺从的露丝逐渐丧失自

主权和选择权，在家庭中日渐边缘化为从属地位，导致身份缺失，成为依附男人的“他者”。
另一方面，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被异质文化边缘化。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只是华裔女性所受

压迫的因素之一，必须将种族、民族、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等因素考虑在内，从跨文化的视角关注华裔女性
的生存状态，才能真正发掘华裔女性被边缘化的根源。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下，华裔属于美国社会的少
数族裔，其文化与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华裔女性在主流文化大行其道的美国社会被无情地边

缘化。由于女性性别的劣势，她们已经在父权制社会中被男性边缘化，因此在异质文化中再度被边缘化
使华裔女性的身份遭遇双重边缘化，从而导致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裔女性面临生存困境以及由此导

致的身份缺失。正如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莫汉蒂所指出，性别并不是解决女性受压迫问题的核心［2］，

可见，华裔女性身份缺失是由华裔女性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造成的，如果这种大环境无法得到
改观，华裔女性仍将面临身份缺失的尴尬境地。

在谭恩美小说中，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面临双重边缘化下身份缺失的窘境，面临身份危机。为了摆
脱婚姻的折磨，母亲一代纷纷来到美国开始新的婚姻和生活，然而她们却发现自己在异质文化中不仅无

法摆脱父权文化中“他者”的身份，反而因无法融入美国文化而再次被边缘化为异质文化的“他者”。
《接骨师之女》中茹灵来到美国后不仅遭受白人的歧视，甚至还要遭受出生在美国的女儿露丝的歧视。
《灶神之妻》中雯妮来到美国后渐渐融入白人文化，尽管如此，雯妮仍然无法将自己变成真正的美国人，
在美国开始新的婚姻后依然无法摆脱婚姻中的性别歧视，只能在极力摆脱中国文化和努力靠近美国文

化的夹缝中生存，同时成为两种文化的边缘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逃避并不是解决“他者”身份的途
径，在一种文化中遭遇的问题，无法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解决途径。母亲一代试图通过逃离来解决自身
在父权文化中遭遇的身份危机，结果只能使自身陷入更深的身份危机之中。

即使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女儿一代也难逃被异质文化边缘化的厄运。尽管在女儿一代眼中，西方
社会是“我们”，中国社会却是“他者”，但是美国人眼中的女儿一代仍然是与众不同的少数族裔。由于
女儿一代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非白人的身份，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相互交织使女儿一代仍然无

法摆脱被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喜福会》中吴、钟、苏、圣四家的女儿均在美国出生，接受美国的教育和
文化。女儿们将自己视为美国人，极力摆脱中国与自己有关的一切，甚至努力割裂自己与祖先的联系，
将自己的身份从家庭背景中独立出来。她们习惯采用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拒绝接受母亲的处
事原则和思维方式，坚持反对母亲对自己施加任何约束。《灶神之妻》中的珍珠甚至将母亲视为来自异
质文化的“他者”，认为母亲代表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象征。女儿一代极力摆脱自己身上中国文化的印
记，期待更好地融入美国文化，却遗憾地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即使她们出生在美国，仍然是美国社会的
少数族裔，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的接受度仍然较低。文化印记如同流淌在人身体里的血液，也因此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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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无法摆脱父权社会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其身份仍然被双重边缘化，遭遇身份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恩美小说中华裔女性身份的双重边缘化是其自身文化经历的真实写照。东方

主义是从西方的角度定义东方［3］，从西方社会的角度来看，东方就是“他者”。作为华裔女作家，谭恩美
极力维护华人身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如此，在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谭恩美也不自觉地从西方的角
度看待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对照的“他者”。
由于受到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华裔女性的身份被双重边缘化，导致她们对自己的身份

缺乏恰当的判断，甚至缺乏表达自我的能力。谭恩美小说中的母女两代华裔女性均处于性别歧视和种
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下，同时又对男性及殖民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这种复杂的情绪使华裔女性在意

识中充满焦虑。她们抵制异质文化，又努力融入异质文化;她们努力摆脱父权文化，又不得不依附于男
性，双重困境使其无法言说，陷入沉默。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即“他者”，社
会道德标准对于女性的约束十分严格，道德成为压制女性的沉重枷锁。

为了摆脱父权制的压迫，母亲一代纷纷逃往崇尚自由的美国，寻求新的生活。遗憾的是，由故国移
民而来的母亲一代无法融入美国的文化环境，异质文化间的差异和冲突使她们始终处于主流文化的边

缘，在长期边缘化的过程中她们逐渐丧失表达能力，失去话语权。《喜福会》中莺莺嫁给美国人后将自
己的身份信息完全更改，由于失去真实的自我而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隐藏起来，从此变得沉默。《接骨
师之女》中茹灵因无法用英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很难与人沟通，日渐沉默的茹灵患上老年痴呆症，

疾病使她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无法与人交流，彻底陷入失语。在双重边缘化的状态下，母亲一
代陷入从无法表达到不想表达的失语，这种失语已经不单纯折射出华裔女性的话语权被剥夺，而是进一

步折射出母亲一代在长期压抑下对自我身份的一种放弃。

虽然女儿一代作为生长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拥有稳定的生活，却没有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仍然因

被主流文化边缘化而失去话语权。《接骨师之女》中露丝生长在美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

但是这些仍然无法改变露丝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状况。在工作中，露丝帮助别人书写，永远没有机会在
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家庭中，她的白人丈夫始终以美国价值观与其相处，令露丝疏离感倍增。在
主流文化的压迫下，女儿一代仍然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逐渐陷入无处可诉的沉默。由此可见，客观生
活环境的改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化上的疏离。即便女儿一代在生活上已经融入美国社会，但是在
文化上她们依然是被拒之于千里之外的边缘人，依然无法掌控自身的话语权与选择权。生存的无奈和
内心的孤独使女儿一代渐渐陷入失语，进而导致身份缺失。无论是历经苦难的母亲，还是在主流文化中
成长起来的女儿，两代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语现象。

二、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

在经历双重边缘化的困境之后，谭恩美小说中的华裔女性开始觉醒，试图摆脱自己遭遇的身份危

机。一方面，她们努力打破因失去话语权而导致的失语，通过语言或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挣脱
父权文化和主流文化对自身造成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不再向命运低头，顺从地听从男性或主流社会

的一切安排，而是通过反抗来摆脱父权文化或主流文化对自身造成的剥削和压迫。为求争取抗争的胜
利，她们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父权文化和主流文化相抗衡，争取自身的自由和独立，建构自我意识

和自我身份。

通过美国主流文化的浸染，华裔女性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而且日益强烈。她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
应该仅作为男性的“他者”和主流文化的“他者”，女性自身也应该通过努力摆脱来自父权主义和主流文
化的压迫，确立自我意识，建构自我身份。面对自身所处的困境，她们不再沉默与忍让，而是开始寻求自
身的独立与解放，摆脱沉默的状态，大胆地表达自我的思想和感受。美国华裔女性的勇敢“发声”不仅
强烈批判自己在父权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双重压迫下的苦难历史，而且极力纠正父权文化及美国主流

文化对华裔女性的误解。在挑战父权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权威性的同时，华裔女性极力摆脱双重压迫，
改变自身被双重边缘化的状态，重新掌握话语权，建构一个以女性为主导地位的全新世界。华裔女性的
失语表明其无法构建自己的身份，也无法形成自我意识，因此华裔女性重新“发声”是实现其身份构建
的主要途径。
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需要经历从“失语”到“发声”的过程。谭恩美小说深刻关怀被双重边缘化的

华裔女性，鼓励华裔女性建构自己的语言系统，重构自己的话语权。在《喜福会》中，母亲们在长久的压
迫下已经习惯沉默，她们不敢寻求自我意识，害怕遭遇失败，只能在沉默中将希望寄托于女儿。母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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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虽然母亲希望女儿融入美国文化，希望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在女儿身上得以实

现，但是母亲仍然希望女儿不要割断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反观女儿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阻碍

自己融入美国文化的障碍，希望彻底摆脱中国文化。尽管母亲试图约束女儿的想法，然而女儿努力追求
独立自主的意识，不断反抗母亲，以此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反抗。显然，对于反抗美国主流文化的压迫，母
女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母女双方则意见相左。母女双方对主流文化的意见分歧充
分反映华裔女性对待主流文化的矛盾心理，同时也昭示华裔女性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心理阻碍。值得
注意的是，母亲对女儿这种畸形的期望往往对女儿造成巨大压力，不仅造成母女关系的疏离，而且造成

女儿的沉默。单纯依靠女儿的“发声”并不能解决母女两代人的问题，只有母亲树立自我意识，争取独
立和自由，通过自身的努力反抗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压迫，调整双重压迫下产生的畸形心理，母女之

间的沉默才能打破，母女两代人才能真正经历从沉默到“发声”的过程。
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需要经历从顺从到抗争的过程。在父权主义的压迫下，大部分华裔女性的抗

争是长期压抑下的爆发。在谭恩美小说中，母女两代华裔女性都在为改变命运而抗争，只是由于社会背
景和生活境遇的差异，抗争的目的和手段有所差别。在《灶神之妻》中，雯妮顺从地接受父亲的包办婚
姻。尽管雯妮受尽丈夫的折磨，依然极力忍受，直至丈夫痛打不到一岁的孩子才使雯妮彻底觉醒，意识
到自己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抗争。雯妮为追求幸福而反抗，将残暴的丈夫告上法庭，逃离包办婚姻，探寻
自己的独立意识，建构自己的自主身份。长期的顺从使华裔女性的抗争之路异常艰辛，有些华裔女性甚
至选择以生命抗争。在《接骨师之女》中，宝姨和茹灵都选择以生命抗争。当宝姨得知自己的女儿将被
嫁给仇人的儿子时，她以生命相抗衡。宝姨死后，茹灵得以保全，没有嫁给仇人的儿子。当茹灵与露丝
发生激烈的争吵时，茹灵采取与母亲相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以跳海相逼，使女儿顺从自己的心意。宝姨
和茹灵的极端表现充分表达了华裔女性在面对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压迫时愿意付出一切与之抗争的

决心。一旦华裔女性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身份缺失，其生命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在经历长期的压迫之
后，华裔女性必然产生一种抗争的冲动，华裔女性由顺从到抗争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只有通过抗
争，华裔女性才能真正摆脱身份缺失的状态，走出身份危机，建构自我身份。
华裔女性在失去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自己的主体身份。在重新建构身份的努力中，华裔女性必须

同时建构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以此摆脱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压迫，摆脱失语状态。谭恩美小说中的
华裔女性在面对双重压迫的困境时，不会挑战父权主义和主流文化的权威，只会选择沉默和忍受。只有
鼓励华裔女性拿回自己的话语权，改变沉默的状态，华裔女性才能真正发出反抗的声音，形成摧毁父权

主义和主流文化的主体意识。谭恩美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细腻地刻画华裔女性的情感变化和反抗声
音，彻底颠覆父权制社会和美国主流文化社会，恢复华裔女性缺失的身份。
总之，后殖民女性主义将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有机结合，弥补二者在关注视角上的空白，将目光

投向一直被忽略的第三世界女性。第三世界女性既受到父权主义的压迫，又受到主流文化的压迫。在
父权主义下，第三世界女性是性别的“他者”，是男性的附属品;在主流文化中，第三世界女性是主流文
化的“他者”，是主流文化的附属品。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迫下，第三世界女性被双重边缘
化，缺乏自主意识和自主身份。后殖民女性主义恰好迎合华裔女性的诉求，只有同时反抗父权主义和主
流文化的剥削，才能真正建构华裔女性的自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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